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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效应的数量测度*

卢洪友 杜亦譞
内容提要:中国正致力于践行共享发展新理念，测算现行财政再分配体系是否以及在

多大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减轻贫困，从而实施更为“精准”的财政再分配，是关键一
环。本文拓展了传统财政再分配分析方法，将财政收入端和支出端纳入统一研究框架，基
于 CFPS2012 入户调查数据和投入产出表，构建居民收入核算账户，运用标准财政归宿
法，测算出中国居民的财政净受益;采用“匿名”与“非匿名”评价指标，综合测度了“一揽
子”财政工具的再分配和减贫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财政分配体系对市场分配整体上呈
微弱的正向调节效应，财政体系整体使全国基尼系数下降了 4. 06%，其中，基本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和直接税的边际贡献分别是 2. 48%、2. 34%、1. 75%、1. 19%，而
间接税的边际贡献为 － 1. 57%，起逆向调节作用; 中国财政再分配工具具有显著减贫效
应，财政再分配使全国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均下降 20%以上，其中，支出端具有“济贫”
性，收入端的间接税具有显著“劫贫”性。总体上，弱累进财政再分配体系甚至逆向调节
的财政再分配工具，与共享发展存在矛盾。实现共享发展，迫切需要重构“精准”财政再
分配体系，加快构建以税负归宿公平和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公平为核心的现代财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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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市场化改革以来，在“先富带动后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牵引下，中国经济实现了
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整体水平大幅提升。然而，由于初次分配环节广泛存在的权力资本、城乡
分割、行业垄断、灰色收入等，导致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与此同时，由于财政再分配环
节，长期实行的以商品服务税为主的税收体系，导致税负归宿不公;长期实行的以户籍、职业、居住
地等居民身份特征为依据的公共服务提供、分享制度，导致地区间、城乡居民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
间的公共支出受益归宿不公。市场初次分配不公与财政再分配环节的“两个归宿不公”相互叠加
在一起，使得中国基尼系数自 2000 年越过了国际警戒线后，持续高位运行，迄今已近 20 年。近年
来，尽管政府持续加大包括扶贫攻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在内的财政再分配力度，使得 2012—2017
年间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依然分别高达 0. 474、0. 473、0. 469、0. 462、0. 465、0. 467，①回落态势
十分微弱，2016 年有所反弹，2017 年又继续提高至 0. 467。这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已呈现
出固化、制度化和代际传递特征。

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处于加速进程之中，考虑到令社会集体焦虑的
收入分配现状，继续加大财政再分配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增速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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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而支出刚性增强的新常态下，客观上要求实施更加精准、有效的财政再分配，而实施精准财政再
分配的前提，是准确地测算出现行财政再分配体系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和减贫效应，这也是本文研
究的初衷和目的。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包括: 中国整个财政再分配体系究竟是累进的，还是累退
的? 财政再分配究竟是起了正向调节作用，还是逆向调节作用? 在“一揽子”财政再分配工具中，
哪些起了正向调节作用，哪些起了负向调节作用，以及作用程度如何? 实施财政再分配后，居民收
入究竟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 财政再分配是“劫贫”的，还是“济贫”的? 哪些财政再分配工具
具有“劫贫”性，哪些具有“济贫”性，以及程度如何? 测算、识别财政再分配体系的作用方向及程
度，并揭示其内在影响机理及传导机制，从而真正找到财政再分配绩效不彰的原因及环节，有的放
矢地创新财政再分配制度，增进财政再分配体系的公正公平功能。

二、文献综述

财政再分配效应的测算方法有两种:局部均衡法和一般均衡法。局部均衡法又称标准财政归
宿法、微观模拟法( Essamanssah，2008) ，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此后，学者们通过一系列开
创性研究，搭建了标准财政归宿分析的经典范式。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学者针对财政工具影响个
体决策与个人福利的行为反应效应、溢出效应和跨期效应( Fullerton ＆ Ｒogers，1991 ) ，提出了财政
归宿识别的一般均衡法( Mclure，1975) ，但是该方法对数据、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市场结构的限制
非常严格，应用范围并不广泛。相较之下，标准财政归宿分析可以利用丰富的微观行业结构与家庭
收支数据，弥补一般均衡分析中代表性家庭假设导致的大量异质性信息损失，并且用于短期或财税
改革效应评估时更为可靠( Savard，2005) 。总之，标准财政归宿分析逐渐成为评估财政再分配效应
的主流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创新。

在评价指标上，Bourguignon( 2011) 、Lusting( 2012) 等区分了“匿名”与“非匿名”指标。传统的
不平等和贫困指标都服从匿名原则 ( anonymity axiom) ，它只关注收入分布的“最终”或“事后”状
态，不关注“最初”或“事先”状态( Amiel ＆ Cowell，1994) 。这意味着，财政再分配后位于 K 位的个
体在财政再分配前来自哪一收入序位是不明确的，因此无法识别政策或改革的受益者与受损者，
Carneiro et al. ( 2002) 称之为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的“无知之幕”假设。为突破匿名原则的限制，
Lusting( 2012) 提出了测度财政再分配效应的非匿名的财政流动性矩阵。Atkinson( 1979) 首次用该
矩阵测度了税收与转移支付前后个体在收入分组中的位置转变，对此，苏春红和解垩( 2015 ) 进行
了详尽阐述。Higgins ＆ Lusting( 2016) 还提出了财政减贫的两种现象及其非匿名指标的公理化测
度方法，即财政致贫( fiscal impoverishment，FI) 与财政增益( fiscal gains of poor，FGP) 。他们发现，在
巴西等 17 个发展中国家中，有 10 个国家的财政体系，虽然是整体累进且具有减贫效应的，但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财政致贫。

国际上，由政府、国际组织或者学界开展的财政再分配效应和减贫效应的综合测算已经相当
普遍，例如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 NSO) 和中央统计办公室( CSO)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澳大利亚统
计局( ABS)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进行年度或定期评估，2009 年经合组织( OECD) 评估了 28
个成员国财政体系的再分配与减贫效应，2013 年起截至目前，世界银行已经发布了对美国等 30
多个国家财政体系的评估结果。近年来，国内也涌现出许多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收入端，有学
者测算了个人所得税( 岳希明等，2012) 、流转税( 聂海峰和刘怡，2010; 张楠和彭海斌，2018 ) 、企业
所得税( 张阳，2005) 以及中国税制整体( 岳希明等，2014 ) 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在支出端，学者们
评估了政府救助资金( 都阳和 Albert，2007;卢盛峰和卢洪友，2013 ) 、农业补贴( 钟春平，2013 ) 、基
本社会养老保险( 王晓军和康博威，2009) 、新农保( 张川川，2015 )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周钦
等，2016) 等的再分配与减贫效应。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实际上替代了私人消费，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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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获得了变相财政补贴，对此，一些学者测算了教育( 赵海利，2012 ) 、医疗卫生( 李永友和郑春荣，
2016) 等公共服务( 刘穷志，2007) 的再分配效应。但是，综合测算中国财政再分配效应与减贫效
应的研究还非常罕见。汪昊和娄峰( 2017) 构建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测算了包括税收、社会保
障和转移支付在内的财政再分配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财政再分配导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了 2%，
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因没有将公共服务纳入测算范围，很可能会低估中国财政再分配的正向调
节作用。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 1) 在研究对象上，将直接税、间接税、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和基本
社会保险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共享发展内涵出发，综合测算中国财政体系的再分配效应和减贫效
应; ( 2) 在研究数据上，采用 CFPS2012 微观住户调查数据，充分运用丰富的家庭住户信息; ( 3) 在研
究方法上，运用标准财政归宿分析方法，弥补了一般均衡模型的异质性信息丧失、模型设定与微观
基础不一致、不适合短期评估等局限性; ( 4) 在研究指标上，使用了服从匿名原理的 MT指数和 FGT
指数及其循序分解和反事实分解，还使用了财政流动矩阵、财政致贫和财政增益等非匿名评价
方法。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对数据与变量及其计算情况进
行说明;第五部分对财政归宿识别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第六部分汇报财政再分配效应与减贫效应
测算结果，以及汇报敏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结果;最后是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研究方法

本文在标准财政归宿分析框架下测算中国财政体系的再分配及减贫效应。其步骤分为三步:
财政归宿识别;构建居民收入核算账户;指标评价。

( 一) 财政归宿识别
在税负归宿识别上，包括假设税负转嫁方向和计算居民税收负担两个内容。税负转嫁方向上，

假设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不能转嫁完全由纳税人负担，流转税完全向前转嫁由消费者负担
( Essamanssah，2008) ，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一般由资本所有者、消费者和劳动者负担，但分摊比例
缺乏共识，本文借鉴岳希明等( 2014) ，采用 4 种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假设，3 种财产税税负归宿假
设，两者组合，共有 12 种不同的归宿假设，①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税负越重，税收累
退性越弱，消费者税负越重，累退性越强。② 在支出受益归宿识别上，转移支付和基本社会保险是
由政府直接以现金形式转移给居民，因此可直接根据 CFPS2012 得到。公共服务受益归宿采用受
益归宿分析法( BIA) 识别，其基本公式如下:

bij =
ej
∑u( )

ij

× uij ( 1)

其中，bij是第 i个人第 j类公共服务受益，ej 是第 j类公共服务的政府投入，uij是第 i个人第 j类公共
服务的使用量。

( 二) 居民收入核算账户
表 1 前两列是居民收入核算账户，用于分析各项财政工具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据以判断居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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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假设分别是资本所有者负担、资本所有者和消费者各负担一半、资本所有者和从业人员各负担一
半、资本所有者负担一半以及消费者和从业人员各负担四分之一，财产税税负归宿假设分别是资本所有者负担、资本所有者和消
费者各负担一半、消费者负担。篇幅所限，本文在基准分析中汇报适中累退性假设下的结果，即企业所得税一半由资本所有者负
担、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各负担四分之一，财产税由资本所有者和消费者各负担一半。其余组合作为敏感性分析。

一般来讲，高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占市场收入的比重较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消费支出占比较高，因此，资本所有者税负
越重，高收入群体税负率越高，税收累退性越弱，消费者税负越重，低收入群体税负率越高，税负累退性越强。



入分布状况在财政再分配前后的变动。参照 Lusting( 2016) 的做法，本文将居民收入定义为市场收
入、净市场收入、可支配收入、可消费收入和最终收入 5 个核心的居民收入概念。

( 三) 指标评价
财政再分配效应采用经典的 MT指数测算( Musgrave ＆ Thin，1948) ，该指数是财政再分配前与

财政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之差，公式为:
MT = GA － GB ( 2)

其中，GA、GB分别代表财政再分配前、后的基尼系数，若财政再分配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则
MT指数为正，反之为负。MT指数还可分解出各类财政工具的分效应，方法有三种。( 1) 夏普里值
分解法( Shorrocks，2013) ，分解出各类财政工具的总平均贡献( total average contribution) 。其优点
是解决分解过程中产生的路径依赖难题，但现实中的各类财政工具很难满足其前提条件。( 2 ) 循
序分解法( OECD，2011 ) ，分解出各类财政工具的循序贡献( sequential contribution) 。其特点在于
“循序”，即分解过程要遵循财政工具作用的顺序，分效应结果对顺序设定非常敏感，表 1 第 3 列列
示了循序分解的框架。( 3) 反事实分解法( Enami et al．，2016; Inchauste et al．，2017) ，分解出各类财
政工具的边际贡献( marginal contribution) ，即将某类财政工具从居民的最终收入中扣除( 或加回)
得到反事实最终收入，反事实最终收入基尼系数与真实最终收入基尼系数之差即为该类财政工具
再分配效应的边际贡献，该方法克服了循序分解严重依赖政策顺序的缺点，表 1 第 4 至 6 列列示了
反事实分解的框架。本文同时使用循序和反事实分解法。①

表 1 居民收入核算账户和财政再分配效应分解方法

财政归宿与居民收入 循序贡献 财政归宿与反事实居民收入 边际贡献

( 1) ( 2) ( 3) ( 4) ( 5) ( 6)

市场收入② Ym
i Gm 真实最终收入 Yf

i Gf

减:社保缴费 ( 五险一金
的个人缴费)

－ Tpay
i Gm － Gmp 加:社保缴费税 + Tpay

i Gf － G fpay

=社保缴费后市场收入 Ymp
i Gmp

=反事实最终收入( 不缴
纳社保费)

Yfpay
i = Yf

i + Tpay
i G fpay

减: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
(资本所有者和从业人员
负担部分)

－∑
2

j = 1
Tcap

ij Gmp － Gmc

加: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
(资本所有者和从业人员
负担部分)

+∑
2

j = 1
Tcap

ij Gf － G fcap

=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后
市场收入

Ymc
i Gmc

=反事实最终收入( 不分
摊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

Yfcap
i = Yf

i + Tcap
i G fcap

减:个人所得税 － Tinc
i Gmc － Gn 加:个人所得 + Tinc

i Gf － G f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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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循序分解法和反事实分解法不能解决路径依赖问题，各类财政工具的分效应之和不等于财政再分配总效应，但不影响分
效应测算，无需对分效应进行加权调整。

市场收入，指居民参与市场初次分配所取得的全部货币性和非货币性收入，包括劳动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等。关于养老金归属问题，基本养老金由基础账户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个人账户部分可以视为个人
市场收入的递延，基础养老金账户由于有财政补助，可视之为政府的转移支付。本文在基准分析中将养老金作为市场收入，并把
养老金作为转移支付进行敏感性分析。



续表 1

财政归宿与居民收入 循序贡献 财政归宿与反事实居民收入 边际贡献

( 1) ( 2) ( 3) ( 4) ( 5) ( 6)

=净市场收入 Yn
i Gn

=反事实最终收入( 不缴
纳个人所得税)

Yfinc
i = Yf

i + Tinc
i G finc

加:直接转移支付 ( 低保
等共 7 项)

+∑
7

j = 1
Btran

ij Gn － Gd
减:直接转移支付 ( 未获
得直接转移支付)

－∑
7

j = 1
Btran

ij Gf － Gftran

=可支配收入 Yd
i Gd

=反事实最终收入( 未获
得直接转移支付)

Yftran
i = Yf

i －∑
7

j = 1
Btran

ij G ftran

减:流转税( 增值税、消费
税、营业税及其附加税，共
计 3 项)

－∑
3

j = 1
Tturn

ij Gd － Gtp 加:流转税 +∑
3

j = 1
Tturn

ij Gf － Gfturn

=流转税后可消费收入 Ytp
i Gtp

=反事实最终收入( 不负
担流转税)

Yfturn
i = Yf

i +∑
3

j = 1
Tturn

ij G fturn

减: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
(消费者负担部分)

－∑
2

j = 1
Tcon

ij Gtp － Gdp
加: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
(消费者负担部分)

+∑
2

j = 1
Tcon

ij Gf － G fcon

=间接税后可消费收入 Ydp
i Gdp

=反事实最终收入( 不分
摊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

Yfcon
i = Yf

i +∑
2

j = 1
Tcon

ij G fcon

加: 基本社会保险受益
(医保报销)

+∑
5

j = 1
Tcons

ij Gdp － Gp 减:基本社会保险受益 －∑
5

j = 1
Tcons

ij Gf － Gfcons

=可消费收入 Yp
i Gp

=反事实最终收入( 未获
得基本社会保险受益)

Yfcons
i = Yf

i －∑
5

j = 1
Tcons

ij Gfcons

加:公共服务 ( 公共教育
和医疗服务)

+∑
2

j = 1
Bserv

ij Gp － Gf 减:公共服务 －∑
2

j = 1
Bserv

ij Gf － G fserv

=最终收入 Yf
i Gf

=反事实最终收入( 未获
得公共服务)

Yfserv
i = Yf

i －∑
2

j = 1
Bserv

ij G fserv

财政减贫效应采用 FGT指数测算( Foster et al．，1984) ，在收入离散分布下，该指数表示为:

Pα = 1
n∑

q

i = 1

z － xi( )z

α

( 3)

其中，α表示贫困厌恶度参数，当 α = 0 时，P0 是贫困发生率，即全部人口中贫困人口的比例，当 α =
1 时，P1 是平均贫困距，表示贫困人口收入相对于贫困线的收入缺口，当 α = 2 时，P2 是平均平方贫
困距，表示贫困的加权缺口，权重是贫困距，三者分别衡量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财政再
分配前后的 FGT指数之差即为财政减贫效应，公式为:

PＲα = PαA － PαB ( 4)
财政减贫分效应同样采用循序和反事实分解法计算。传统的不平等或贫困指数，如基尼系数、

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FGT指数均服从“匿名原理”( anonymity axiom) ，其表达式为:
I( x1，x2，x3，…xn ) ～ I1 ( x2，x1，x3，…xn ) ～ I2 ( x1，x3，x2，…xn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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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个体收入发生了重排序，但是分布 I、I1 和 I2 是等价的，即匿名原理下个体收入的排序
不影响不平等与贫困的度量。Lusting( 2012) 提出使用财政流动矩阵评价财政再分配效应，以弥补
匿名原理的不足。财政流动是指财政再分配前后居民收入在不同收入分组之间的方向性流动。根
据财政再分配前的居民收入将其分为 k组，定义 Z是贫困线向量，收入低于贫困线 Z 的子集 r 是 k
组中的贫困组。财政流动矩阵 P，是 k行 k列的转移矩阵，P中的元素 pij是指财政再分配前收入位
于第 i组的居民在财政再分配以后收入转移至第 j组的概率。根据上述设定，财政流动存在下述情
况: ( 1) pij ＞ 0 且 j ＜ i，则存在向下流动; ( 2) pij ＜ 0 且 j ＞ i，则存在向上流动; ( 3 ) pij ＞ 0 且 j = i，则没
有发生流动;进一步，对于贫困群体，( 4) pij ＞ 0 且 j≤r ＜ i，则非贫困人口在财政再分配后落入贫困;
( 5) pij ＞ 0 且 i≤r ＜ j，则贫困人口在财政再分配后逃离贫困。

Higgins ＆ Lusting( 2016) 还提出用非匿名指标测度财政减贫效应的方法，财政致贫与财政增
益。财政致贫是指税负大于支出受益导致的收入被剥夺，财政再分配以后落入贫困或贫困加深，相
应地，财政增益，是指贫困人口的支出受益大于税负而收入增加，财政再分配以后逃离贫困或贫困
缓解。假设个体 i∈ S，y0i 和 y1i 分别是个体 i在财政再分配以前和以后的收入，z是贫困线，κ是权
重，则财政致贫和财政增益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6) 式和( 7) 式:

f( y0，y1 ; z) = κ∑ i∈S
( min{ y0i，z} － min{ y0i，y

1
i，z} ) ( 6)

g( y0，y1 ; z) = κ∑ i∈S
( min{ y1i，z} － min{ y0i，y

1
i，z} ) ( 7)

其中，财政致贫分为两种情形: ( 1) y1i ＜ y0i ＜ z，即财政再分配前是贫困人口，财政再分配以后贫困
加深; ( 2) y1i ＜ z ＜ y0i ，即财政再分配以前是非贫困人口，财政再分配以后落入贫困。财政增益也
存在两种情形: ( 1) y0i ＜ y1i ＜ z，即财政再分配前是贫困人口，再分配以后仍是贫困人口，但是贫困
缺口缩小; ( 2) y0i ＜ z≤ y1i ，即财政再分配前是贫困人口，财政再分配以后逃离贫困。当权重 κ = 1
时，等式为财政致贫或增益的总额，当 κ = 1 /S时表示人均额。

四、数据说明

( 一)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的是宏微观匹配数据。微观数据来自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采用该数

据库的原因在于，一是与其他微观数据库相比，CFPS2012 提供了家庭中的子女就学、成人或儿童的
住院或门诊、各类社保的参保与缴费等信息，使我们能够较为精准地识别家庭的公共服务使用量，
从而将公共服务纳入测算范围，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的财政再分配状况。二是样本有效性较好，该
数据库采用多阶段分层 PPS抽样，样本覆盖了全国 25 个省( 市、自治区) ;样本的城乡、性别分布均
匀，年龄结构与收入结构合理。宏观数据主要涉及公共服务的政府投入，分别来自《中国教育统计
年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

在数据处理上，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 1 ) 等值规模调整。本文的分析层面是个人，考虑到家
庭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影响，基准分析中对于相关家庭变量进行了 Luxembourg 等值规模调整。
( 2 ) 并库。按照省份和家户编号合并了家庭经济库和家庭关系库，按照个体、子女、家户编号合
并了少儿库以及 16 岁以上子女信息。( 3 ) 宏微观数据匹配。以省份为识别码进行宏微观数据
对接。( 4 ) 数据清理。包括剔除异常值、缺失值和不可靠信息，剔除年龄小于 22 岁或大于 77 岁
的样本。市场收入是测算的起点，由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人均值两部分构成。① 本文做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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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CFPS2012 的数据状况，个人收入部分包括农业打工、受雇、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以及勤工俭学、实习和兼职收入共
四类，家庭收入部分包括经营性收入、非政府转移性收入、私人性经济支持或赠与、财产性收入以及金融资产收益共五类。



理: ( 1 ) 口径调整。居民市场收入应当是税前口径，因此在计算出个税、资本所有者和从业人员
承担的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之后，倒推回税前市场收入。( 2 ) 净值调整。CFPS 已经采集了个体
工商户生产经营、个体经营及开办私营企业的净收入，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水产业经营净收
入用其产品的市场价值减去成本费用得到。( 3 ) 归并加总。首先逐层归并，①然后将各类收入
加总为市场收入。经营性收入中的亏损暂不予调整，若加总为市场收入后仍为负值，则调整为
0。数据处理后，城乡居民收入均值分别为 29206. 54 元和 14721. 31 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分别为 26958. 99 元和 10990. 67 元，城镇和农村样本收
入结构均向右偏，可能会遗漏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的受益状况，导致再分配效应和减贫效应
的轻微低估。

( 二) 税负归宿识别
本文测算范围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是包括个税、社保缴费、资本所有者和从业人员承

担的企业所得税与财产税的大口径直接税，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 3 个流转税及其附
加税，以及消费者承担的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2012 年全国税收收入中，本文测算范围合计达
98. 17%，②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税负归宿状况。

1．个人所得税。中国个税采取分类征收制，CFPS 中的应税收入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
户生产经营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1) 工资薪金所得税。假定月工资收入是年工资收入按 12 个月
计算的平均值( 岳希明等，2012) ，根据相关问卷问题先后计算出月税后工资、扣减社保缴费后的月
税后工资和应纳税所得额，然后按照工资薪金所得税七级累进税率表，计算年工资薪金所得税。
( 2)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CFPS统计了个体经营或私营企业的年净收入，对应税法中的个
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统计时间与计税时间一致，直接根据税法规定计算出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
营所得税。( 3) 财产租赁所得税。假定一年内取得财产租赁收入的次数为 12 次，将家庭房产、土
地和其他资产年租金加总后求每次收入额，修缮费用按 800 元上限计算，不考虑其他准予扣除项
目，将出租的自用住房和第一套其他房产视为出租的居民住房，减按 10%优惠税率计算，其他按
20%税率计算。

2．基本社会保险缴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职工个人以上年平
均工资为基数按比例缴纳，新农保、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居民自主选
择缴费档次，CFPS调查了这 5 类基本社会保险缴费信息。③

3．流转税。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及其附加税，利用家庭消费支出测度流转税负
担的方法之一，是利用投入产出表模型计算行业实际税率，再将家庭消费支出按行业来源分类，并
与其对应的行业实际税率匹配，计算家庭流转税负担额 ( Ｒajemison et al．，2003; 聂海峰和刘怡，
2010;张楠和彭海斌，2018) 。我们采用张楠和彭海斌( 2018 ) 的方法，流转税负担 =流转税实际税
率 ×家庭消费支出项目，其中，增值税实际税率 =行业实际税收 /行业增加值，消费税或营业税实际
税率 =行业实际税收 /行业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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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一层归并同项多处收入，如多处打工、多处受雇、多处经营、多处兼职、多处房产出租等，第二层归并同类多项收入，包
括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农业经营、个体经营及开办私营企业净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中的社会捐助、征地补偿金、住房拆迁补偿
等、私人经济支持与赠与中来自亲戚、朋友、同事的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中出租房产、土地和其他家庭资产的收入，金融资产受益
仅包括存款利息收入。

根据《中国税务年鉴 2013》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3》数据计算得到。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国家规定个人缴费的最低和指导标准，地方政府根据

地区财力确定实际缴费标准，由于个人缴费金额差异较大，且 CFPS 只统计了居民是否加入了此类保险，并没有统计个人缴费信
息，因此我们只能无奈舍弃这三个险种。根据 2012 年《中国财政年鉴》，这三个险种个人缴费比例相对较小，对测算结果影响不
大。



4．企业所得税。参考岳希明等( 2014 ) ，将 2012 年全国企业所得税按比例分摊至居民，其中，
资本所有者负担部分，按家庭财产性收入占全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额的比重分摊; 消费者负担部
分，按家庭一般生活消费支出占全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分摊;从业人员负担部分，按家庭工
资性收入占全国从业人员报酬总额的比重分摊。家庭收入与支出数据来自 CFPS2012，全国居民收
入与支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3》。

5．财产税。本文测算的财产税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
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共 7 个税种。前 5 种财产税，加上企业承担的车船税和车购税，①分摊方法与
企业所得税相同。家庭承担的车船税和车购税，则假定由保有或者购买人承担。车辆购置税根据
CFPS“过去一年，您家购买汽车花了多少钱?”乘以税率 10%计算得到。车船税的计算涉及以下问
题:一是税率，采用车船税法所附《车船税税目税额表》中年基准税额的平均值作为适用税率;二是
税目，乘用车按照排气量分档适用不同税率，CFPS统计家庭乘用车及其当前市场价值，但无法判断
排气量，我们按照其当前价值进行七等分并对应于车船税法的排气量分档。

( 三) 支出受益归宿识别
1．转移支付。本文所述转移支付是指政府直接给予个人或家庭的现金转移支出。CFPS 直接

调查了家庭获得的政府补助，包括低保、退耕还林补助、农业补助、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
员供养直系亲属补助、救济金和赈灾款共 7 项。

2．公共服务。② 忽略公共服务可能低估财政再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将公共教育服务和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纳入测算范围。③ 识别公共服务受益归宿有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公共服务使用
量，二是单位公共服务的政府投入。( 1) 公共教育服务。CFPS 详细调查了家庭中每个子女是否正
在上学以及所处教育阶段和学校类型，据此判断居民是否使用公共教育服务及其使用阶段。采用
2012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各教育阶段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支出作为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政府的单位公共教育服务投入。与子女教育阶段对应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即为家庭的
公共教育服务受益，将其平摊至家庭成人，得到成人的公共教育服务受益。( 2 ) 公共医疗卫生服
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一般包括住院服务和门诊服务，CFPS成人问卷调查了成人住院信息而门诊
信息缺失，儿童问卷调查了儿童门诊信息而住院信息缺失，本文将儿童门诊次数折算为住院天
数，④用成人和儿童的住院天数作为公共医疗服务使用量。采用 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医疗
卫生支出作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投入，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医疗机
构的入院人数和医疗机构病人平均住院日，获得住院服务单位( 每天) 成本。成人和儿童的公共医
疗卫生服务受益分别等于各自的住院天数乘以住院服务单位成本，然后将儿童部分平摊给家庭成
人，得到成人加总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受益。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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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由于企业和家庭都存在保有和购买车辆的行为，因此假设这两种税收由企业和家庭各自承担一半。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受数据限制，我们无法获得分城乡的公共服务宏观数据。为此，本文构建了城市居民公共教育服

务受益的向上调增系数( 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城镇与农村师生比的比值) ，农村居民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受益的向下调减
系数( 农村每万人技术人员数量 /城市每千人技术人员数量) ，调整后对本文基本结论影响不大。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结果。

确如审稿专家所言，公共服务还包括住房保障、就业补助等很多类型，但是既有微观数据关于其他公共服务使用量的异
质性信息不充分，难以确保精准识别，因此只能无奈舍弃。

具体折算策略是，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除以平均住院日，得到住院病人每人每天医药费，然后用
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除以住院病人每人每天医药费得到门诊折算因子，即每人门诊 1 次医药费与住院 1 天医药费的比值，最后用
儿童门诊次数乘以门诊折算因子，得到儿童折算的住院天数。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包括两类，一是普惠性的，如疾病预防控制等，编入一般公共预算，二是瞄准性的，主要是财政补助基
本医疗保险，编入社保基金预算，本部分主要讨论前者。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支出包括医疗保障，为避免与医疗保险重复
计算，从成人加总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受益中减去住院费用医保报销部分。



3．基本社会保险。① ( 1) 基本养老保险。CFPS问题“包括各种补贴在内，您现在税后每月领多
少退休金? 只包括从基本养老保险项目中领取的养老金( 退休金) ”统计了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受
益。( 2) 基本医疗保险。CFPS成人问卷和儿童问卷分别直接统计了家庭中成人和儿童住院的住
院总花费与私人自付金额，②据此分别得到成人和儿童的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净受益，再将儿童净受
益平摊至家庭成人，得到成人最终净受益。

五、财政归宿分析

通过财政归宿识别，我们计算出了 CFPS2012 样本中居民的税收负担、财政支出受益以及财政
净受益，在以此为基础测算财政再分配效应与减贫效应之前，有必要先对财政归宿状况进行呈现和
剖析，从而可以全景式感知，政府的财政资源取之于何人，用之于何人，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财政的再
分配效应与减贫效应的形成机制。

首先，综合税收端与支出端来看，中国的财政体系总体是弱累进③的。财政归宿呈现“一高一
低”现象:穷人的税收负担高、财政支出受益额低，最低收入组的全部税收负担率是最高收入组的
4. 4 倍，而财政支出受益份额不足其 60%。在收入端，直接税的累进性仅仅弱化了间接税的累退
性，税制整体是累退的，高收入群体是直接税的主要负担者，而间接税负担最为沉重的是最低收入
群体。在支出端，转移支付是强累进的，低收入群体是主要受益者，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弱累
进，支出端整体是弱累进的。综合来看，虽然穷人的财政净受益率较高，但是财政净受益额低于富
人，财政体系整体具有亲富性。总体而言，中国的税制是累退的，财政支出是弱累进的，整体财政体
系呈现弱累进性。

第二，分别考察直接税与间接税，剖析税负归宿是否符合税收公平准则及其缘由。表 3 汇报
了各类财政工具的累进性。直接税中，个人所得税与基本社会保险缴费都是累进的，加入资本所
有者和从业人员负担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资本所有者负担的财产税以后，直接税仍然累进。间接
税中，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均累退，加入向消费者转嫁的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以后，累退性加
剧。总体来看，税制整体的累退性是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导致的。2012 年整体
税制中，流转税占 61. 57%，④在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适中累退性税负归宿假设下，累退的间接税
则高达 72%。同时，个人所得税的缴纳门槛，将越来越多的居民排除出个税纳税人行列，累进的
个人所得税逐步成为“边缘税”。政府收入倚重累退的间接税，居民不论收入水平高低、消费能力
强弱、财产水平多寡，只要购买了同一种商品或服务，就无差别地承担了该种商品或服务的税负，
收入或财产水平越低，间接税负担越重，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事实上成了间接税的主要负担者，这
显然有违税收公平准则。

第三，分别考察转移支付、公共服务与基本社会保险，剖析财政支出受益在贫富群体间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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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CFPS未统计过去一年居民失业、工伤与生育保险受益状况，因而未予测算，对结果影响不大。
只购买商业保险的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净受益调整为 0，同时购买了社保和商业保险的减按孩子患病报销金额的 50%作

为净受益。此类个体仅占总样本的 0. 57%。
按收入水平将居民十等分组，采用定义法进行累进性分析。税收累进性测度的定义法，是按纳税人的收入等级从低到

高分组后计算平均税率，如果低收入组的平均税率低于高收入组则税收是累进的。支出累进性测度的定义法采用 Lindert et al.
( 2006 ) 和 O'Donell et al. ( 2008 ) ，同时计算两个指标，一个是绝对的财政支出受益额，即个人从政府获得的财政支出的金额，一
个是相对的支出受益率，即支出受益额占个人市场收入的比例。两者同时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则财政支出是绝对累进的; 如果
受益率递减但是受益额( 或受益份额) 递增，则财政支出具有亲富性，是弱累进的;两者同时递增，则是累退的。此外，我们还辅
助使用了常见的占优法和指数法。财政归宿分析主要以定义法为基础，篇幅所限，具体结果未予汇报，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
取。

根据 2012 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是否公平。转移支付是支出端中唯一具有强累进性的财政工具，其中，低保、特困户补助和五保户
补助是针对特定贫弱人群的保障性补助，累进性最强。公共服务是弱累进的，①其中，公共医疗卫
生服务是强累进的，这与李永友等( 2016) 的结论一致。公共服务的弱累进性主要源自公共教育服
务，进一步考察发现，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和受益份额非常均衡，学前教育、高中和高等教育
阶段，高低收入组适龄子女毛入学率和受益份额明显不均等。基本社会保险也是弱累进的，其中养
老保险的亲富性更加显著，75%的适龄老人参与农居保，而养老金支出份额仅占 17%，18%的适龄
老人参与机关事业单位与职工养老保险，其养老金支出份额却高达 62%，养老金受益与户籍和就
业类型高度相关，限制了基本社会保险再分配职能的有效发挥。支出端整体的亲富性，一方面是由
于强累进的转移支付补助标准低、惠及面有限，2012 年一般公共预算中社会救济支出占全国公共
预算支出的 2. 3%，②难以发挥有效地调节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的供
给与地方财力挂钩，分享与居民户籍、职业、收入、财产等挂钩，政府的巨额增量投入难以均衡配置，
甚至向城市、富人倾斜。强累进性的转移支付作用有限，财政支出重点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
难以公平供给与分享，导致支出端整体弱累进。

六、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效应的测算结果

( 一) 匿名评价方法的测算结果
1．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总效应。表 2 第 1 行汇报了财政再分配效应的测算结果。仅就 CFPS 数

据而言，中国居民市场收入分配差距相当大，财政再分配前，居民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 0. 5302，财
政再分配后，居民最终收入基尼系数下降至 0. 5087，财政再分配使基尼系数下降了 4. 06%。但是，
财政再分配效应在城镇和农村具有差异，财政再分配后，城镇和农村基尼系数分别下降了 3. 69%
和 2. 42%，财政再分配对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力度较大，而对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调节
力度较小。
表 2 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总效应③

指标
市场收入 净市场收入 可支配收入 可消费收入 最终收入

指数 变动比例 指数 变动比例 指数 变动比例 指数 变动比例 指数 变动比例

基尼系数 0. 5302 ——— 0. 5143 － 3. 01% 0. 5050 － 4. 77% 0. 5205 － 1. 84% 0. 5087 － 4. 06%

P0 10. 4192 ——— 10. 8018 3. 67% 7. 6935 － 26. 16% 10. 8921 4. 54% 8. 0920 － 22. 34%

P1 3. 8331 ——— 3. 9829 3. 91% 2. 7716 － 27. 69% 3. 9921 4. 15% 2. 7318 － 28. 73%

P2 2. 2743 ——— 2. 3681 4. 12% 1. 5691 － 31. 01% 2. 3537 3. 49% 1. 6010 － 29. 60%

注:变动比例是指净市场收入、可支配收入、可消费收入和最终收入的基尼系数和 FGT指数相对于市场收入指标的变动比例，

例如基尼系数变动比例指的是 MT指数的相反数除以市场收入基尼系数的比值，用以直观反映不平等状况的变动趋势。贫困发生

率、贫困缺口和贫困缺口平方三个贫困指标都在原始值的基础上乘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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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所限，下文涉及的公共教育服务的毛入学率和受益份额、基本养老保险的领取比例和受益份额未予汇报，感兴趣者
可向作者索取。

根据财政部 2012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数字计算得到。
本文还采用阿特金森指数和泰尔指数计算了财政再分配总效应，参数选择都是 0. 5;财政减贫总效应分别计算了三条贫

困线下的情况，一是世界银行 2008 年国际贫困标准每人每天 1. 25 美元，二是中国 2011 年农村扶贫标准每人每年 2300 元( 购买力
平价指数调整后为每人每天 1. 91 美元) ，三是更宽泛的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 3 美元，文中汇报的是中国 2011 年新贫困线的测算结
果;本文还测算了城镇和农村子样本。篇幅所限，上述结果未予汇报，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中国财政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是强还是弱呢?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代表性研究测
算的 22 个发达国家和 25 个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再分配效应。① 平均来看，发达国家的财政再分配
使基尼系数下降了 35. 17%，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再分配使基尼系数下降了 13. 35%。本文测算的财
政再分配使基尼系数下降 4. 06%，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财政再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
非常微弱。

表 2 其余部分报告了财政减贫效应的测度结果。结果显示: 在 2011 年国家贫困标准下，财政
再分配以前，全国的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和贫困缺口平方的数值分别为 10. 42、3. 83、2. 27，也就
是说，在全国范围内有 10. 42%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平均每个贫困人口的收入与贫困线的差距
( 即平均贫困距) 为每天 0. 7 美元，占到了贫困线( 每天 1. 91 美元) 的 37% ;财政再分配以后，处于
贫困状态的人口下降至 8. 1%，这些贫困人群的收入距贫困线的距离也减少至每天 0. 6 美元，三个
贫困指标分别下降了 22. 34%、28. 73%、29. 6%，中国财政的减贫效应非常显著。分城乡看，财政
在农村内部的减贫效应大于在城市内部的减贫效应。

2．财政再分配与减贫分效应。表 2 中变动比例刻画了循序分解得到的各财政工具的循序
效应，表 3 汇报了反事实分解得到的各财政工具的边际贡献。为了剔除政策顺序的影响，我们
主要依据边际贡献解读分效应。在财政再分配效应中，基本社会保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直
接税的边际贡献分别是 2. 48%、2. 34%、1. 75%、1. 19%，间接税的边际贡献是 － 1. 57%。这表
明，间接税对居民市场收入分配起逆向调节作用，其余财政工具起正向调节作用，并且作用力
度不同。
表 3 各类财政工具累进性以及财政再分配和减贫分效应

财政工具

累进性 边际贡献

K指数 DL DD
再分配
( % )

减贫
( % )

财政工具

累进性 边际贡献

K指数 DL DD
再分配
( % )

减贫
( % )

直接税 0. 1238 － － 1. 19 － 3. 28 退耕还林补助 0. 6438 + + 0. 14 2. 69

间接税 － 0. 2220 + － － 1. 57 － 31. 78 农业补助 0. 6995 + + 0. 64 10. 97

社保缴费 0. 1427 － － 0. 70 － 1. 64 五保户补助 0. 8325 + + 0. 04 0. 53

个人所得税 0. 3774 － － 1. 44 － 0. 13 特困户补助 0. 6207 + + 0. 02 0. 26

企业所得税 － 0. 2639 + － － 0. 63 － 6. 55 抚恤金 0. 1986 － 0. 02 0. 20

财产税 － 0. 2018 + － － 0. 43 － 5. 84 救济金赈灾款 0. 2912 － 0. 01 0. 26

流转税 － 0. 1332 + － － 0. 94 － 22. 65 公共服务 0. 2869 + － 2. 34 34. 60

增值税 － 0. 1402 + － － 0. 84 － 19. 63 教育 0. 2736 + － 1. 99 30. 40

消费税 － 0. 1047 + － － 0. 07 － 1. 18 医疗卫生 0. 4945 + + 0. 34 3. 94

营业税 － 0. 0899 + － － 0. 07 － 1. 58 基本社会保险 0. 1933 + － 2. 48 25. 08

转移支付 0. 6322 + + 1. 75 26. 07 养老 0. 1383 + － 1. 71 16. 61

低保 0. 6188 + + 0. 72 9. 46 医疗 0. 3038 + － 0. 71 7. 75

注: DL指占优洛伦兹，DD指占优 45 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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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来自 Lustig( 2016) 、Inchauste ＆ Lusting( 2017) 和 Lustig et al. ( 2014) 三篇文献，篇幅所限，具体情况未予列示，感兴趣
者可向作者索取。



在收入端，直接税中，社保缴费和个人所得税的边际贡献均为正值，如果取消个人所得税和社
保缴费，居民收入分布不平等将恶化，真实最终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上升 0. 7%和 1. 44%，直接税整
体的边际贡献为 1. 19%，这是因为企业所得税部分转嫁给了劳动者，削弱了其他直接税的再分配
效果。在间接税中，如果不征缴流转税，基尼系数将下降 0. 94%，其中增值税的逆向调节作用最
强，营业税和消费税相对微弱，间接税整体的边际贡献为 － 1. 57%，表明转嫁给消费者承担的企业
所得税和财产税也具有逆向调节作用，并且超过了资本所有者承担部分的正向作用，企业所得税和
财产税整体表现为逆向调节。在支出端，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对居民收入分配差
距均为正向调节作用，但是边际贡献大小不同。政府转移支付中强累进性的低保、特困户、五保户
补助的边际贡献并不大，这是由于救助范围较窄、救助标准不高导致的。公共服务是弱累进的，尽
管具有亲富性，但是大量中低收入群体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中获得变相财政补贴，有利于降低收
入不平等。同样地，弱累进的基本社会保险尽管存在制度安排的非均等，但是在覆盖率与财政补
助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只要受益分配不倾向于顶层收入者，它就能降低总不平等水平 ( López-
Feldman，2006) 。

在财政减贫效应中，收入端的财政工具的边际贡献均为负值，具有“劫贫性”，支出端的财政工
具的边际贡献均为正值，具有“济贫性”。在收入端，个人所得税符合量能负担原则，负效应非常
小;社保缴费负效应略大，主要是由于其政策目标是风险共担，即便是贫困人口参保也需个人缴费，
不过缴费档次普遍较低;直接税的“劫贫性”主要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向劳动者转嫁。相较之下，间
接税政策目标并不是减贫，且具有很强的累退性，贫困人口消费也必须无差别地缴纳间接税，“劫
贫性”非常显著，如果不缴纳间接税，全国贫困发生率将下降 32%，其中增值税的边际贡献高达
20%，是劫贫性最强的税收。在支出端，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的减贫边际贡献分别
为 26. 07%、34. 6%、25. 08%，其中由于对象瞄准度和补助标准偏低，五保户和特困户补助作为保
障性补助减贫效应并不高，公共服务中的教育服务和基本社保中的养老保险尽管是弱累进的，贫困
人口受益额低于高收入群体，但是仍有助于贫困群体逃离贫困。

( 二) 非匿名评价方法的测算结果
1．财政流动性。表 4 汇报了财政流动矩阵。首先，向上流动的比例随收入提高而下降，贫困群

体的向上流动比例最高。财政再分配以后，部分群体的财政净受益是正值，他们获得的财政支出受
益大于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并且财政净受益的程度足以实现收入阶层跃迁，从而向上流动。贫困群
体向上流动的比例远高于非贫困群体，在财政分配以后向上流动的贫困群体中，8. 77%的中度贫困
人口和 20. 59%的轻度贫困人口逃离了贫困。其次，在贫困和非贫困群体各自内部，向下流动的比
例随收入提高而上升。高收入组向下流动比例最高，贫困人口向下流动比例仅次于高收入组，其
中，10. 37%的中度贫困人口和 10. 18%的轻度贫困人口分别滑入了重度和中度贫困。此外，由于
承担的税负大于获得的支出受益，有 6. 08%的低收入人口落入贫困。贫困群体和低收入人口的税
收负担中最沉重的是间接税，尽管获得了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现金转移支付，但是消费中缴纳的间
接税超过了财政支出受益，导致部分脆弱的低收入人口落入贫困或贫困加深。最后，财政再分配有
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财政再分配以后，由于收入流动，各收入组人口比重发生了变动，其中
下降的有中度、轻度贫困组和高收入组，上升的有低、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收入组。这表明，
平均而言，穷人中财政净受益的人更多，富人中财政净受损的人更多，对人口结构调整基本实现
了“降两端，提中间”，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财政再分配以后
重度贫困组的人口占比从 0. 61%提高到 1. 39%。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转移支付未能瞄准贫困
或收入脆弱人群，而公共服务和社保惠及度差，也再次表明间接税对贫困群体的收入减损效应非
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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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致贫与财政增益。财政流动矩阵结果表明，财政再分配使一部分贫困人口收入减损，我
们进一步测算了财政致贫与财政增益情况。在财政再分配以后的贫困人口中，有 62. 2%的贫困人
口是财政致贫的，他们所承担的税收负担大于获得的支出受益，导致落入贫困或贫困程度加深，在
财政再分配以前的贫困人口中，即市场分配的贫困人口中有 47. 47%是财政增益的，他们所获得的
支出受益大于税收负担，从而逃离贫困或贫困程度减轻。中国存在财政致贫现象，但是总体上财政
增益水平更高，财政致贫额约是财政增益额的 55%。①

表 4 财政流动矩阵
再分配后

再分配前
重度贫困 中度贫困 轻度贫困 低收入 中等偏下 中等 中等偏上 高收入 人口占比

重度贫困 68. 42% 19. 30% 12. 28% 0. 61%

中度贫困 10. 37% 69. 17% 11. 69% 8. 31% 0. 46% 9. 36%

轻度贫困 10. 18% 69. 23% 19. 10% 1. 49% 13. 65%

低收入 6. 08% 82. 72% 10. 61% 0. 59% 18. 10%

中等偏下 8. 59% 81. 50% 9. 51% 0. 41% 14. 55%

中等 8. 63% 84. 77% 6. 60% 13. 17%

中等偏上 9. 80% 88. 44% 1. 76% 19. 76%

高收入 13. 21% 86. 79% 10. 80%

人口占比 1. 39% 7. 98% 11. 72% 19. 60% 15. 16% 14. 59% 19. 83% 9. 72% 100. 00%

注:表中最后一列和最后一行分别是财政再分配前后各收入组人口占比，对角线的数字含义是，财政再分配以后仍位于原来

收入分组的人口占比，矩阵的下三角和上三角分别表示财政再分配以后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的人口比例。

( 三) 敏感性分析
本文共进行了三类敏感性分析。② 一是等值规模调整方法，分别使用人均值以及 OECD和 EU

等值规模调整方法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等值规模调整方法下结果变化不大，财政再
分配总效应变动幅度不超过 3%，财政减贫变动幅度在 10%左右;二是养老金归属，将养老金视为
政府转移支付时，财政再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以及财政减贫效应更强，财政再分配后基尼系数下降
了 4. 4%，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下降了 50%以上; 三是 12 种税负归宿假设。总体而
言，资本所有者承担的税负越多，财政整体累进性越强，财政再分配效应与减贫效应越大，消费者税
负越重，则反之。当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都由资本所有者负担时，财政净受益累进性最强，财政再
分配效应与减贫效应最显著;当企业所得税一半由资本所有者负担、一半由财产税负担，财产税全
部由消费者负担时，财政净受益累进性最弱，财政再分配效应与减贫效应最小。

( 四) 情景分析
从税负归宿和支出受益归宿总体情况看，中国财政呈现弱累进性，与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及共

享发展存在矛盾，实现共享发展，迫切需要从整体上改革财政再分配制度安排。本部分基于前文的
测算结果，在研究数据可行的前提下进行财政政策调整的情景分析，与现行政策下基准分析的结果
进行对比，为重构“精准”的财政再分配体系提供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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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篇幅所限，结果未予汇报，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篇幅所限，敏感性分析的结果未予汇报，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在收入端，核心是推进税制结构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其中个人所得税主体税种的
培育尤为重要。情景分析 1 是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考察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结合征收以及差
别费用扣除情形下的再分配效应。参照雷根强和郭玥( 2016 ) 的做法，税基是个人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经营所得的加总，税率采用 3% － 45%七级累进税率，费用扣除标准分为个人基础
扣除、子女抚养扣除和老人赡养扣除。① 情景分析 2 是增值税政策调整，增值税累退性较强，对贫
困人口的收入减损作用很大，因此，根据家庭消费支出项目，假定居民食品支出( 除外出就餐) 和日
用品支出免征增值税，即两项支出在投入产出表中对应行业的实际税率为 0。在支出端，核心是推
进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情景分析 3 是转移支付政策调整，按照全覆盖、兜底线、保基
本的原则，提高转移支付对贫困人口保障的覆盖面与覆盖力度，我们将享受低保、五保户补助或特
困户补助的居民实际取得补助金额提高 20%，同时对市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并且没有享受三项补
助之一的居民，赋予其相当于三者平均值水平的补助。情景分析 4 是公共服务政策调整，重点是协
调地区供给差异，并加大向贫困人口倾斜力度，计算各教育阶段生均财政教育经费的全国平均值、
政府医疗卫生投入的全国平均值，作为单位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政府投入，对市场收入在贫
困线以下的家庭，其享受到的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提高 20%。情景分析 5 是基本社会保险政
策调整，重点是通过并轨改革消除社保政策的城乡与职业差异，并加大向贫困人口倾斜力度，基本
养老保险中，对市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并且领取了任一类型基本养老保险的居民，计算其获得政府
养老保险补贴的平均值，在此基础上提高 20%，实际获得政府补贴低于该值的，在领取的养老金中
调增差额部分。对于基本社会医疗保险，计算出各类型基本医保的居民平均住院报销比例，将医保
报销金额替换为该平均值，市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在此基础上提高 20%。情景分析 6 是财
政体系整体的政策调整。以上情景分析都是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考虑到政策效
果的交互影响以及财政可持续性，财政再分配制度安排必须从整体出发，情景分析 6 将情景分析
1 － 5进行综合，同时进行收入端与支出端的政策调整。
表 5 重构精准财政再分配的情景分析

情景 再分配效应
减贫效应 财政流动性

P0 P1 P2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财政致贫
占比

基准分析 － 4. 06% － 22. 34% － 28. 73% － 29. 6% 9. 61% 9. 21% 54. 87%

情景分析 1 个人所得税 － 4. 21% － 22. 44% － 28. 69% － 22. 44% 9. 66% 9. 03% 53. 13%

情景分析 2 增值税 － 4. 09% － 23. 06% － 29. 56% － 28. 69% 9. 70% 9. 12% 50. 63%

情景分析 3 转移支付 － 5. 43% － 55. 53% － 62. 13% － 66. 59% 16. 04% 7. 17% 7. 89%

情景分析 4 公共服务 － 5. 18% － 29. 78% － 35. 10% － 35. 92% 11. 36% 9. 19% 54. 87%

情景分析 5 社会保险 － 4. 38% － 26. 13% － 32. 73% － 33. 77% 12. 14% 8. 98% 53. 64%

情景分析 6 加总 － 5. 90% － 59. 15% － 65. 61% － 70. 04% 18. 43% 6. 70% 7. 65%

表 5 是重构“精准”财政再分配情景分析的结果。结果表明，与基准分析相比，每一种情景分
析下的财政再分配与减贫效应都更显著。在情景分析 6 中，当进行整体财政再分配政策调整时效
果最强，基尼系数下降比例比基准分析提高了 45%左右，贫困指标下降比例均提高了 1. 5 倍以上，
全社会向上流动比例提高了 40%，向下流动比例下降了 10%，财政致贫占比下降了 1. 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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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2 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月现金消费支出为 1389. 5 元，以此为依据，假设个人基础扣除标准为 1400 元，子女抚养扣除
标准为每个处于上学阶段的子女 700 元( 父母叠加扣除，因此减半) 、老人赡养扣除标准为 60 岁以上同灶吃饭的老人 700 元，不同
灶吃饭的 350 元。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由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共同决定，财政再分配对市场初次分配不公
的有效矫正，对践行共享发展新理念至关重要。本文测算了中国财政再分配效应与减贫效应，以期
从综合和量化的视角回答中国财政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再分配作用与减贫作用。

基于 CFPS2012 入户调查数据和中国 2012 年投入产出表，构建了居民收入核算账户，通过标
准财政归宿分析测算出中国居民的财政净受益，采用“匿名”与“非匿名”评价指标，综合测度了包
括直接税、间接税、基本社会保险缴费、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险在内的中国各类财政再
分配工具的收入分配效应和减贫效应。结果显示:中国财政分配体系对市场分配整体上呈微弱的
正向调节效应，各种财政再分配工具的综合作用使得全国基尼系数下降了 4. 06%，其中，基本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和直接税的边际贡献分别是 2. 48%、2. 34%、1. 75%、1. 19%，而间接税
的边际贡献则为 － 1. 57%，起了逆向调节作用; 中国财政再分配工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财政再
分配使得全国的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下降了 20%以上，其中，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和基本
社会保险具有“济贫”性，但间接税则具有显著的“劫贫”性。从税负归宿和支出受益归宿总体情况
看，中国财政呈现弱累进性，与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及共享发展存在矛盾。基于上述结果，本文建议:

首先，建立以税负归宿公平和支出受益公平为核心的现代化财政体制。考虑到财政的可持续
性，应实施增量改革，在精确测算的基础上，渐进地提高直接税比重;区分生活必需品、非生活必需
品、奢侈品，采取差别化的商品服务税税率，对生活必需品实行轻税或不含税政策，探索降低商品服
务税税率的方案，以逐步降低间接税比重，从而削弱间接税的逆向调节作用。同时，加大基本公共
服务支出力度，并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地方财政能力“脱钩”，与政府责任“挂钩”，使基本公
共服务分享与公民权利“挂钩”，与户籍、职业、居住地等“脱钩”，实现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
生等各种基本公共服务的大致均等化供给与分享。

其次，实施精准扶贫和社会救助制度。财政收支对贫困群体特别是重度贫困群体的负面影响
十分显著。在精准识别贫困户的基础上，通过转移支付机制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通过教育
和就业培训着力提升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

再次，发挥市场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以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和规则平等为基点，规范市场秩
序，整合、统一市场分配制度。完善和贯彻实施资源占有和配置、资金分配和融通、市场准入等法律
法规，消除国企及垄断性行业的不合理收益;完善劳动权益保护制度，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机会
平等平台;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增强政府参与市场活动的透明度，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初次分
配的公平起点和公平竞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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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China's Fiscal Ｒe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Ｒeduction Effects

LU Hongyoua and DU Yixuanb

( a: Wuhan University; b: Department of Finance of Henan Province)
Summary: The gap of initial income distribution has been widening since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in China．
Meanwhile，in the process of fiscal redistribution，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x system based on goods and
service tax has resulted in inequality in the incidence of tax burden; the long-term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nd sha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identity characteristics has led to inequality in benefit incidence of public
expenditures． The“double inequality in incidence”of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arket and the fiscal redistribution add
up to each other， 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Chinese residents is now characterized by solidific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As China is committed to practicing the new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measuring whether and how current fiscal redistribution system alleviates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and
poverty is pivotal to improving i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analyzing financial redistribution system by integrating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finance into a unified research framework． We use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2012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 CFPS2012) and China Input and Output Tables in 2012 to construct residents' income accounting account． Using
standard financial analysis，we calculated the net fiscal income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comprehensively measured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 and poverty-reducing effect of China's public finance with both“anonymous”and“non-anonymous”
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overall fiscal redistribution has a weak positive adjustment effect on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of the residents' income，and the fiscal redistribution reduces the Gini coefficient by 4. 06% ． Specifically，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basic social insurance payment，public service，transfer payments and the direct taxes are
2. 48%，2. 34%，1. 75%，1. 19%，respectively，whil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indirect taxes is － 1. 57%，indicating
that it plays a reverse regulatory role． China's fiscal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poverty-reducing effect，fiscal redistribution
has reduced the poverty span，poverty depth and poverty intensity of the whole country by more than 20% ． Specifically，
transfer payments，public service and basic social insurance are poor-relieving，but the indirect taxes are poor-depriving．
On average，net fiscal beneficiary account for a larger proportion among the poor，while net fiscal payers are more among
the rich，suggesting that the fiscal redistribution of China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n olive-shaped social structure．
Although China's fiscal redistribution brings some wealth reduction，its fiscal gain is more significant． Overall，the weak-
progressive fiscal redistribution system of China and its adverse adjusting tools are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s of fair
redistribution and share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we believe that the key to realizing shareable
development is to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fiscal system with a core of“two fair incidenc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omoting shared development，we adjusted the system design of personal income tax，value-added
tax，transfer payments，public service， and social insurance using a scenario analysis， and provided a path for
reconstructing an accurate fiscal system．

There are four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 1) We integrated direct taxes，indirect taxes，transfer payments，public
services and basic social insurance into a unified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comprehensively measured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 and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Chinese fiscal system star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shared development; ( 2 ) We
used the micro-data of household survey from CFPS2012 to make full use of its abundant household information; ( 3) We
used standard financial destination analysis method to make up for the limitations of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uch as
the loss of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model setting and micro foundation，and the unsuitability
for short-term evaluation; ( 4) We combined both anonymous measures and non-anonymous evaluation methods．
Keywords: Fiscal Incidence; Fiscal Ｒedistribution; Fiscal Mobility; Poverty Ｒeduction; Fiscal Impoverishing
JEL Classification: H22，H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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